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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清史研究综述

毕卫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102)

本年度清史研究依然活跃，除发表一系列专著和论文以外，还多次召开学术会议，对相关

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
第十三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在本年召开，与会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热点

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举办“‘康乾盛世’再思考”学
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康乾盛世”的提出、内涵和流传进行探讨，并对“康乾盛世”说提出不
同的看法。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举办议题为“宫廷历史学研究对象、范围
与方法”的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明清宫廷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宫廷史个案研
究、宫廷原状恢复、中外宫廷对比等多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
开“王朝权力的结构与遗产———帝制晚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
“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国际明清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萧父
先生诞辰 85 周年”会议;“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以下
对本年度的研究成果分类介绍。

一、政治史

专著。孔定芳《清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
以清初满汉文化的互动为视角，通过对满汉异质文化由碰撞到调融再到整合的演变历程的梳

理，认为明遗民对待清王朝的态度经历了从抗争到徘徊分化再到蜕变的历史变迁。此外，还有
郭成伟《清代官箴理念对州县司法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
究(1895—1911)》(中华书局)，李理《清代官制与服饰》(辽宁民族出版社)，黄俊军《湖南立宪
派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法律出版社)，〔美〕罗友枝著、周卫
平译《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帝王政治。何龄修《再谈明清之际北南两太子案》(《清史论丛》2009 年号)探讨北太子案

发生的时间，清廷为操纵北太子案审讯所作政治导向工作的新证和两太子案的斗争性质。姚
念慈《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同上)
检讨玄烨有关大清得天下之正撰构的真伪，清朝开国传统和玄烨控制思想舆论所面临的任务，

并探索玄烨以治统操纵道统进而裁断学术的独门心诀。杨珍《允禟:品性、遭际、时代》(同上)
考察允禟的品性及其生平遭际，探寻其交际手腕和人际关系并对其所处时代进行反思。她的
《从咸安宫到郑家庄:皇太子允礽废黜之后》(《历史档案》第 4 期)利用满文档案探讨废太子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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礽囚禁咸安宫与其长子弘皙迁移郑家庄的遭际和结局。吴伯娅《康熙帝事考两则》(同上)考
证康熙容教令和康熙与罗马教廷决裂之事，认为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不仅是文化传统与

宗教教义的矛盾，而且是中国封建皇权与西方宗教神权的冲突。谢正光《新君旧主与遗
臣———读木陈道忞〈北游集〉》(《中国社会科学》3 期)探讨明清之际曹化淳与顺治、崇祯、木陈
道忞等若干历史人物间的关系。薛瑞录《雍正帝杀害允禩允禟考》(同上)认为雍正帝杀害允
禩允禟之说可以成立。朱昌荣《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清史论丛》2009 年号)、邱
源媛《清代宫廷汉族儒家乐书制作及其意义》(同上)、刘志刚《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
政治影响》(《清史研究》1 期)等文也值得关注。
自去年召开的“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会做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结论后，光绪

死因受到广泛关注。崔志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
因》(《清史研究》3 期)对美国政府就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以及清廷政治权力变动的反应
进行考察，认为光绪帝被毒害身亡的死因解释可盖棺论定。王道成《慈禧光绪的恩怨情
仇———兼论光绪之死》(同上)认为慈禧谋害光绪是为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光绪中毒身死是其
与慈禧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钟里满《察存耆〈光绪之死〉一文的考释》(同上)认为内务
府大臣及其亲戚们多年来就认知“光绪帝先死、慈禧太后后死”的说法。但王开玺《关于光绪
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晋阳学刊》6 期)认为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
绪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
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制度政策。林存阳《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清史论丛》2009 年号)以乾隆朝

对“礼”的制度性建设为视点，通过梳理《钦定大清通礼》等书的纂辑缘由、经过和成果，揭示其
中所蕴含的“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李海鸿《贪污:文化的? 抑或制度的? ———西方学
者关于清代贪污的研究》(《清史研究》1 期)从贪污的形式、定义、成因及与政治的关系四个方
面讨论西方学者有关清代贪污的研究。徐明一《清代监察官员管理制度探析》(《西南大学学
报》3 期)认为清代监察官员管理制度是十分严密和科学的。薛刚《清初地方官考满程序初
探》(《历史档案》3 期)阐述清初地方官考满程序的具体状况、制度演变及政府各衙门间的权
力关系及运作。张研《清代知县的“两套班子”———读〈杜凤治日记〉之二》(《清史研究》2 期)
认为清代知县所辖书吏胥役与幕友长随两套班子的结构可能是最为符合当时国情，当时最为

合理的结构。她的《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安徽史学》2 期)否定清
代“皇权不止于县”的观点，梳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刘凤云《康熙朝的督抚
与地方钱粮亏空》(《清史研究》3 期)认为清代的钱粮亏空并非仅仅是官僚政治的腐败，还涉
及到地方财政体系、仓贮制度、奏销制度、监察体制等一系列行政体制及运行体制的问题。杜
家骥《清代督、抚职掌之区别问题考察》(《史学集刊》6 期)考察清代督、抚在刑法、财政、官员
选任与考核等方面的职掌区别。贾国静《黄河铜瓦厢改道后的新旧河道之争》(《史学月刊》12
期)认为在晚清河务问题上，中央逐渐淡出，地方越来越成为河务问题的主角。
司法律例。伍跃《官告民:雍正年间的一件维权案———〈青浦县正堂黄李二任老爷讯审销

案等呈词抄白〉跋》(《中国史研究》3 期)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只要有理有据，操作
得法，完全可以利用国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身的利益。柏桦、刘立松《清代律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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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治安责任》(《西南大学学报》3 期)认为统治者没有从根本上关注具有治安责任的官方机
构与人员如何达到高素质、高水平和敬业尽职问题，导致律例规定与社会发展相脱节。郑小春
《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账单谈起》(《安徽史学》2 期)
认为清统治者借助于陋规对百姓起诉权进行控制的理念是错误的，其意图不可能实现。徐忠
明《诉诸情感:明清中国司法的心态模式》(《学术研究》1 期)认为明清中国的司法模式乃是
“诉诸情感”的心态模式。
明遗民。孔定芳《论明遗民之出处》(《历史档案》1 期)认为易代后的“处”不仅是明遗民

言论上的主张，也是他们行为上的实际选择，并指出明遗民的“处”是一种积极姿态，只是针对
于新朝政治，并非相忘于当世。段丽惠《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科第选择》(《河南师范大学学
报》2 期)考察明遗民的身份内涵与科第的关系及其拒斥科举对明遗民群体的利弊。孔定芳
《清初清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江苏社会科学》2 期)考察清廷再
造正统与明遗民的“卫统”，清廷道统建构与明遗民的“卫道”之间的较量。马将伟、王俊义
《“躬耕”的文化意蕴与明遗民的生存悖论———以易堂九子为考察中心》(《社会科学家》6 期)
探讨清初遗民的隐居与经世意识的对立冲突及其生存困境。
考辨、争鸣。杨海英《刘泽清史事再考》(《清史论丛》2009 年号)考察刘泽清从军、得官等

生平模糊之处。李华川《邓嗣禹先生〈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书后》(同上)认为以伏尔泰和魁
奈为代表的法国作家，并没有主张在欧洲采行中国的考试制度。艾哈迈特·霍加《“香妃”的
传说———大小和卓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同上)通过考证容妃的真
实身世，认为容妃即“香妃”仅是尚未得到证明的推测，“香妃”传说可视为一种“历史述事”。
郭福祥《关于苏州钟表制造的起始年代问题———对汤开建教授、黄春燕女士质疑的回应》(《史
林》2 期)认为苏州钟表制造的出现年代定在嘉庆初年更为切合实际。张琼、王扬宗《〈雍正帝
观花行乐图〉与雍正继位之谜》(《故宫博物院院刊》4 期)通过对《雍正帝观花行乐图》的内容、
年代进行解读，认为康熙因乾隆而传位于雍正之说可信度较低且雍正“秘密建储”乃是徒有虚
名。汤志钧《从“家学”到“显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和珅专权》(《史林》4 期)与〔美〕
本杰明·艾尔曼《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复旦学报》3 期)均认为庄存与复
兴今文经学与和珅专权有关。潘向明《甲午黄海之役北洋海军缺乏炮弹说质疑———兼论其失
利原因问题》(《清史研究》1 期)认为北洋海军长期未能添购新舰，舰队的技术装备相对日本
严重落后才是黄海之役北洋海军失利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史

经济史方面的专著有: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纪丽真《明清
山东盐业研究》(齐鲁书社)、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
学出版社)、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等。
经济政策。陈尚胜《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待遇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

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文史哲》2 期)认为清朝采取的是有利于外国商人却不利于
本国商人的海外贸易政策，清朝对外政策并不具有排他性。郭松义《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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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投入》(《中国史研究》4 期)考察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
策投入，肯定清政府对农业的关注和政策投入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的《清代的自耕农
和自耕农经济》(《清史论丛》2009 年号)考察自耕农的土地来源及其所占农户比例，小农经济
的经营特点和自耕农家庭田场的经营规模，以及生产条件变动和自耕农的生产状况。汪庆元
《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清史研究》2 期)揭示清代基层“图”作为地籍编制单位在
土地管理、赋税征收方面的作用。刘增合《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历史研究》2 期)
考察宣统年间财政旧制在嫁接西方预算制度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认为理财新制嫁接的成

败最终仍取决于政治。
区域经济。许檀、高福美《清代前期的龙江、西新关与南京商业》(《历史研究》2 期)认为

大宗商品的转运贸易促进了南京商业的兴盛，使其在乾隆年间成为长江沿线的重要流通枢纽

城市。范金民《把持与应差:从巴县诉讼档案看清代重庆的商贸行为》(《历史研究》3 期)认为
清代重庆商业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在承应差务下的把持，官府以经营上的独断权抵偿甚至无

偿要求工商人户承应差事，而工商人户则以承应差事获得把持或垄断经营的特权。范金民、罗
晓翔《清代江南棉布字号的竞争应对之术》(《安徽史学》2 期)认为清代江南徽商棉布字号为
谋求经营之道所采取的种种有效的竞争应对的措施，为徽商棉布字号在清代基本完全占有江

南的棉布加工市场起到重要作用。李成燕《清代雍正年间的京东水利营田》(《中国经济史研
究》2 期)探讨了雍正年间在京东由国家投资所进行的兴修水利、经营水田的活动，该项活动持
续了几年便终止了，其原因与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都分不开。周琳《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的
商品市场》(《清史研究》4 期)认为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市场过分依赖农副土特产输出，并在与
其他区域市场的商品贸易往来中显得比较内向和被动。王培华《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
理、分配与利用》(《清史研究》4 期)及其《元明清对华北水利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对畿辅水
土性质的争论为中心》(《学术研究》10 期)则探讨了清代华北的水利。

三、社会史

专著。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力: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以徽州文书等明清地方文书档案资料为中心，从法律规定与文书档案两个层面

分析中国家庭的法律构造，探讨妇女的地位与权利。还有:陈会林《地缘社会解纷机制研究—
以中国明清两代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余新忠《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三联
书店)、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三联书店)、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
律制度变迁研究》(巴蜀书社)等。
宗族、官绅。冯尔康《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清史研究》第 2 期)认为清代

的宗族由于与家庭共同具有培养光宗耀祖仕宦高义人才的共识，所以积极兴办族学并赞助、鼓
励族人修业与进学，形成了民间社会助学的优良传统。孔潮丽《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史
学月刊》12 期)认为清代独子兼祧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继承体制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冯尔康《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南开学报》4 期)考
察家谱与国史的异同以及家谱的价值。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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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4 期)认为清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严惩肇事
绅士，强行压制绅权，使官绅关系产生裂痕，传统社会控制机制运转失灵，从而根本上动摇了清

王朝的统治基础。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1 期)分
析洋务企业中江南绅商崛起过程，对学界此前观察中国近代绅商阶层的起源和中国近代工业

化兴起过程的视角及进行历史定位的方式进行反思。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
态》(《史学月刊》2 期)以那桐为个案，以其日记为视点，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探讨清末满族
权贵和民初遗老的出入行藏，处事心态。周祖文《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以清嘉庆
刑科题本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7 期)认为生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从生监层面看，绅
士的社会功能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
宗教信仰。葛兆光《19 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

中心》(《复旦学报》3 期)考察 19 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三国采取的不同
策略，从而分析同属于所谓“东亚”的三国在政治、社会与宗教上的差异。张雪松《清代以来的
太监庙探析》(《清史研究》4 期)探讨霍山派太监道士住持的太监道庙的两种不同的管理模
式。王健《明清以来苏松地区民间祠庙的收入、产权与僧俗关系》(《史林》5 期)认为功利性是
中国民间信仰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周德金《清初道教“沉寂”原因探论》(《宗教学研究》1 期)
从清初皇帝不信道、导致清初政道关系紧张、道教走“上层路线”失败等方面解释清初道教适
应王权失败的原因。
社会管理。定宜庄《有关清朝八旗人丁户口册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2009 年号)考察

清朝八旗的户籍编审制度、八旗人丁未入册的原因与对八旗妇女另类分册问题。常建华则在
《清朝治理“老瓜贼”问题续探》(《南开学报》5 期)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北方社会问题比较严
重，盛世难掩不足。吴雪梅《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
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 期)考察国家、民间权威、
族群三个主体在清代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及互动关系。段自成《略论清代北方乡
约行政组织化的消极影响》(《中州学刊》4 期)认为清代北方乡约的组织化导致乡约沦为听命
于官府的基层行政组织，未能真正地改善清代的乡村政治。
荒政史。李尚英《“千古极灾”———嘉、道时期山西、河南和直隶的大地震述略》(《清史论

丛》2009 年号)考察发生于嘉庆二十年的山西、河南大地震和道光十年的直隶大地震的灾情状
况以及清廷的赈灾措施。〔德〕安维雅《临汾方志传记中的灾害体验 1600—1900》(《清史研
究》1 期)从方志传记入手，研究其中隐含着的灾害体验的社会文化内容，探讨中国灾害史的研
究方法。汪波《雍正八年京师大地震应急机制初探》(《东南学术》5 期)认为雍正时期灾害应
急机制已初露端倪。汪波《乾隆八年京畿旱灾应急体系初探》(《甘肃社会科学》6 期)认为乾
隆时期的灾害应急体系已初步形成。王彩红《康雍乾时期河北地区水旱灾害的地方自救》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6 期)及其《康雍乾时期政府在河北地区的防灾抗灾措施》
(《气象与减灾研究》6 期)对畿辅地区的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防灾抗灾进行了研究。
城镇发展、运河。清代城镇研究取得的发展值得关注，而其中关于城市近代化和村镇发展

的考察取得较大进展。何一民《清代城市研究的意义，现状与趋势》(《湘潭大学学报》5 期)对
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孙冰《城市化进程中的冲突与整合———清初双林镇王式京控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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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6 期)展现清初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积累、演变、爆发及其解决方式和在此进程
中阶级分化的形式及其意义。赵世瑜《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
究》3 期)认为将明清时期山西东南泽州地区的镇与村的关系概括为以社为核心的“地缘共同
体”更为相宜。叶舟《江南市镇的再认识:以常州市镇的历史与演变为中心》(《社会科学》6
期)探讨市镇的概念及市镇、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成员
分别在《东岳论丛》第 3、4、5、6 期发表王云《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的嗜酒与尚武之风》、李泉
《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吴欣《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
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中心》、赵树好《基督教与近代运河流经省份习俗
变迁》等文。此外，苗菁、宋益乔《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东岳论丛》8 期)对明清通俗
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四、学术思想与文化

专著。汪学群《清代中期易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思想史角度勾勒清中期易学发
展轨迹，突出其贡献，拓展了此领域的研究。陈晓华《〈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
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文献学史、学术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首次以《四库全书》
为中心考察中国 18 世纪及其前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此外还有: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
政治》(人民出版社)、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王应宪《清代
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施建雄《王鸣盛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岳麓书社)、张宗友《〈经义考〉研究》
(中华书局)、任晓兰《张之洞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法律出版社)等也各有创见。
学派与学术人物。林存阳、杨朝亮《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聊城大学学报》3 期)认

为“三礼馆”的诏开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从有清一代的文化建设进程来
看，它还发挥了中介的作用。朱昌荣《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史学集刊》5 期)通过
梳理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发展脉络，作出程朱理学在康熙中叶前后即实现“复兴”的判断。王惠
荣《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安徽史学》2 期)认为晚清汉学新兴区域由于特定
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到

极大的推动作用。赵沛《〈公羊传〉的特色和清代的〈公羊〉学》(《河南师范大学》5 期)考察清
代《公羊》学的兴盛、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王坚、雷戈《论夏峰北学》(《辽宁大学学报》3、4 期)
考察夏峰北学宗师孙奇逢的思想价值和夏峰北学在清代的演变历程。房秀丽、朱祥龙《朱子
王陆应如何会通? ———由清初思想家李二曲引发的对朱陆之辨的再思考》(《孔子研究》4 期)
以李二曲在会同朱陆问题上所作的思考为切入点，探讨如何会通理学两派问题。赵旸《顾炎
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痼疾的深层认识》(《史学集刊》6 期)指出反专制与反对空疏学风是顾炎武
思想体系主线。周建刚《章学诚的诠释学思想特征》(《哲学研究》4 期)认为章学诚的文本诠
释思想具有“存在论”特征。
关于戴震的研究仍为年度热点。潘星辉《戴震灵异观发微》(《清史论丛》2009 年号)认为

戴震在理论上尝试把灵异观与其核心理念相统一、协调，落入“常”、“变”耦对的窠臼，但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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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戴震偏向论“常”。王慧荣《江永与戴震师生关系难定原因考》(《历史档案》1 期)认为造
成后人对江永与戴震关系发生歧异的根源在于戴震“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的原因。徐道
彬《戴震“西学中源”思想探讨》(《安徽大学学报》4 期)认为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
对西学并不鄙视和排斥，其“西学中源”观比前人更为具体和实在。徐道彬《论戴震〈方言疏
证〉的学术价值与地位》(《中国典籍与文化》4 期)和《论钱绎〈方言笺疏〉对戴震学术的继承
与发展》(《湖北大学学报》2 期)二文也值得关注。
学术流变。陈祖武《〈明儒学案〉发微》(《中国史研究》4 期)考究黄宗羲撰著《明儒学案》

动机是:一为师门传学术，二为故国存信史，三为天地保元气。陈其泰《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
的探索》(同上)认为哲理探索是章学诚撰著《文史通义》的重要立意所在，将章学诚对历史哲
学的探索分为两个层次，即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和论证具有深刻意义的新命题。张寿安《龚
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清史研究》3 期)认为龚自珍建
立经学学术史观，梳理六艺知识系统，并将六艺之学专业分化的学术行为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

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徐道彬《朱
熹在清代徽州本土所遭遇的尴尬》(《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 期)通过梳理清代徽州民间文书和
宗祠的记载，考察徽州人对于朱子及其思想的怀疑甚至排斥，为进一步探讨清代朱子学衰落的

原因提供了资料佐证。武道房《论嘉道经世学派的兴起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贵州师范
大学学报》2 期)考察嘉道经世学派与今文经学兴起的历史背景、经过及嘉道经世学术对后世
的影响。陈居渊《十八世纪汉学的建构与转型》(《学术月刊》2 期)指出不能简单地以传统吴、
皖、扬、常的分野概括 18 世纪汉学的多元性，汉学只代表乾隆一朝的学术，而其转型则早在道
咸之先的乾嘉之交以告完成，并且一直影响到近代学术的形成。鱼宏亮、姬翔月《中西汇通:
17 世纪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新视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3 期)认为明清之际的西学与经世
之学具有内容上的契合性和思想上的一致性，明清之际西学的传入对于近代以来重新建构中

国的学科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史籍编修。陈祖武《学案再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 期)探讨学案体史籍的酝酿形成

经过及对学案释名的个人见解与困惑。林存阳《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辨》(《北京联合大学学
报》3 期)认为章学诚所说《续资治通鉴》之邵本不可访为推测之言，而该书卷数问题，较大的
可能性是章学诚代毕沅致书钱大昕后，增补了《目录》及钱大昕补撰的《举要历》。阚红柳《清
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学术研究》8 期)认为在清朝史学领域
中，贰臣不仅是官修史书的实际参与者，还是沟通官修和私修，协调其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党
为《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史学月刊》3 期)考察乾隆帝通过文史批评
与干涉史书的编纂修改，有意识地为清代证正统，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王记录《帝王、
史馆、官方史学———从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看官方史学的特征》(《郑州大学学报》5
期)探讨清代帝王干预下的官方史学的特征。
近代术语。桑兵《解释一词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学术研究》11 期)指出，“解释”一词即

作一部文化史的重心，不在词义的规定，而是通过概念展现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并由历史的

丰富多样来把握名词约定俗成的内涵。冯天瑜《近代国人对外来新词汇的“迎”与“拒”》(《河
北学刊》5 期)认为近代外来新词汇传入的基本走向是中—西—日语汇的彼此涵化。张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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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到“科学”:晚清学术体系的过渡与别择(1895—1905 年)》(《学术研究》11 期)认为
“格致”与“科学”并非一一对应的概念，中国学术从“格致”到“科学”语言表述的转换不过是
学术转型的外在表现，转变的动因在于具体语境下的现实需要以及学术路径的不同选择。
文献、档案。主要有邹爱莲主编《康熙起居注册》(中华书局)，《绍英日记》、《明清内阁大

库史料全编》、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
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五册)·综合》
与《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四册)·交聘往来》(中华书局)，
(清)张吉午纂修，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同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
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五、科举 教育

科举。徐毅、刘上琼《光绪时期的地方政府与科举经费》(《清史论丛》2009 年号)认为光
绪年间地方政府对科举经费的筹支活动既维持了科举制的运作，又推动了科举制的废除。谢
海涛《中央与地方的交换: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清史研究》3 期)认为学额大
规模增广，最终破坏了科举制度分配资源的体系，导致科举制走向衰落。王志明《清代乡会试
的磨勘、复试与举人罚科》(《历史档案》4 期)探讨清代乡会试、磨勘和复试的相关问题，揭示
清代文举人罚科现象的历史轨迹。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4
期)认为正是由于京师修复贡院的讨论，催生了立停科举之诏，科举制的强制终结，留下难以

消除的隐患。梁志平《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兰州学刊》2 期)认为
晚清定额实非“定额”，取额数常低于应取额数。
教育。刘彦臣《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期)认为满

文清末仍受重视的原因在于“绥抚蒙务”与“对俄外交的文牍传译”等时局所需。徐曼《清代意
识形态宣教途径及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6 期)认为学校教育和社会宣教构成了清代整
个意识形态宣教体系，统治者直接成为意识形态宣教的推动者。段自成《论清代的乡村儒学
化———以清代乡约为中心》(《孔子研究》2 期)探讨清代乡约在乡村儒学化推广中的作用。

六、民族与边疆史地

民族与边疆史地方面的专著有:安介生、邱仲麟主编《边界、边地与边民:明清时期北方边
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基础研究》(齐鲁书社)，吕文利《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
藩部要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蓝勇、黄权生著《湖广填四川与清初四川社会》(西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黄海云《清代广西汉文化传播研究》(民族出版社)等。
东北。陈慧《清代穆克登碑初立位置及图们江正源考论》(《清史研究》4 期)认为穆克登

勘定的图们江正源是小红丹水，立碑的位置当在图们江的“初派”下游与“次派”的交汇处。马
孟龙《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兼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的考辨》(《中国边
疆史地研究》3 期)认为穆克登立碑之山应是小白山，而非长白山。徐凯《关于 15 至 17 世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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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
期)认为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同化”与“异化”过程，实质上是民族之间的“文明化”进程，这就
是满洲始终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于世的缘由所在。
西北。吴元丰《清代伊犁将军衙门内设机构浅析》(《历史档案》2 期)考察伊犁将军衙门

内部结构设置问题及其特殊设置情况出现的原因。王希隆、马青林《额敏和卓后裔与清代新
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期)通过考辨吐鲁番札萨克郡王额敏和卓诸子及其爵位承袭状
况，探讨吐鲁番扎萨克旗制与清朝对扎萨克郡王家族势力的限制等问题。阿地力·艾尼《新
疆建省的基础》(《新疆大学学报》1 期)认为新疆成为清末边疆地区首个建省示范点，与长期
的理论准备和清政府在边疆地区持续执行的“一体化“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西南。仓铭《烟瘴对乾隆时期西南边防政策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 期)认为乾

隆时期广布云南、广西边境地区的烟瘴促使清王朝在西南边防上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张晓
蓓《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西南大学学报》4 期)认为直到清末，冕宁
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但其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王文光、段立波
《清代西部边疆土兵的发展与衰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4 期)考察清初土兵的基本状况、职
责和政府对其奖励及改土归流后其衰亡的表现。
西藏研究仍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周伟洲《清驻藏兵制考》(《清史研究》1 期)对清朝驻藏

官兵制度的形成，特征及作用进行了考述。柳岳武《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西南大学学报》2 期)认为康雍乾三朝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
藩部的统一，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吕文利《乾隆朝西藏体制
变革———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 期)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
勒事件促使清政府提升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地位，建立噶厦政府则是清政府对西藏的再一

次体制变革和制度安排。
其他。姜涛《清代江南省分置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清史研究》2 期)认为

江南省的分治在康熙四年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
段伟《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同上)认为湖广分省经历了漫
长的过程，但因为湖北、湖南两省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没有明确的建立时间点，导致学者
判断两省建立时间的标准不同。李大海《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中国史研究》1 期)考
察清代官文书中“北五省”地理概念的形成、区域范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消亡情况。

七、中外关系

专著。〔比利时〕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上海古籍
出版社)探讨 17 世纪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后，丧葬礼仪的变化和丧葬礼仪在 17 世纪中欧文
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
社)通过论述清代中外交往中的重大事件和探讨所谓的“平等”与“不平等”的外交礼仪之争问
题，认为清代的外交在冲突中渐渐转型，并最终同世界外交礼仪得以接轨。还有:贾庆军《冲
突抑或融合———明清之际浙江学人与西学体系》(海洋出版社)、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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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化交流》(天津人民出版社)、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 世纪 30 年代中英关系
研究》(中华书局)、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
(同上)、孙青《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上海书店出版社)、刘禾《帝国的话语政
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三联书店)。译著有:〔美〕孟德卫著、潘琳译
《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 年—1785 年》(大象出版社)，〔丹麦〕龙伯格、李真著，骆洁译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同上)，〔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
(同上)，〔法〕博西耶尔夫人著，辛岩译《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
一》(同上)，〔美〕穆素洁著，叶篱译《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
版社)，〔美〕司徒琳主编，赵世玲译《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三联书店)等。
文化交流。钟鸣旦《礼仪的交织———以抄本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为例》(《复旦

学报》1 期)通过考察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活动的转化及其功能，探讨西方基督宗教制度
与中国社会生活相遇时的冲突、交融、妥协与适应。张西平《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
(《清史研究》2 期)揭示马若瑟在中国传教和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问题上的思想基础。董建
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清史研究》3 期)考查乾隆时期的传教士进贡问题，
总结其进贡类型和探讨传教士进贡时的心理状态，从中管窥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侯毅《欧
洲人第一次完整翻译中国法律典籍的尝试———斯当东与〈大清律例〉的翻译》(《历史档案》4
期)探讨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的缘起、目的及其对清代法制的认识和《大清律例》英译本的
影响与价值。王军、孟宪凤《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16—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特点论略》
(《北方论丛》4 期)认为 16—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为“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文化
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张先清《“鞑靼”话语: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关于满洲的民族志观察》
(《学术月刊》2 期)认为 17 世纪欧洲传教士的民族志观察开启了欧洲了解中国多样性民族文
化的先河。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历史档
案》2 期)认为以郭实腊为代表的 19 世纪传教士的清代君主观念最终是落实在宗教的层面上，
以宗教精神作为考量的最终标准。
中外贸易。李怡然《中美最早的商业贸易》(《历史档案》2 期)考察 1784 年首次开启中美

贸易的情况。叶柏川《俄国早期对华贸易中的贸易垄断政策》(《史学月刊》3 期)探讨俄国官
方对华贸易政策的起因、形成、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及其弊端。唐博《18 世纪中国政治视野下
的“张元隆案”》(《史林》1 期)认为康熙末年的“张元隆案”反映出 18 世纪清廷对外贸易政策
由宽松转变为收缩的趋势。何宇《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辽宁大学学报》3 期)考察
康雍时期清政府派特使赴日情况和取得的成功及其对中日贸易产生的影响。
中外交涉。唐伟华《试论清代涉外司法中的“一命一抵”》(《清史研究》2 期)分析清代在

处理华洋命案时确立的“一命一抵”原则的实施与实效性，揭示这一特殊原则在早期中西关系
发展中的历史影响。李育民《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近代史研究》1 期)
指出废约意识淡薄，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方针是清政府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收效不佳的最根本
原因。叶柏川《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 期)认为国家利益诉求的不
对等是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长久以来对外贸易的排斥是导致其失败的深层原

因，而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直接导致戈洛夫金使团的失败。王士皓《玛也西号船事件及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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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影响》(《史学月刊》5 期)考察 1872 年玛也西号船事件的过程，中方反应及其产生的广泛影
响。王海鹏《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兰州学刊》3 期)认为随着
清初“礼仪之争”包含的“风俗之辨”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成
为清前期实行禁教政策及官绅人士反教的重要依据。南昌教案研究值得关注。马自毅《玩法
徇私酿巨案———1906 年南昌教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 期)认为南昌教案的真正起因
是由于地方大员玩法徇私，事后欺上瞒下，弥缝推诿而致。杨雄威《南昌教案与上海中西报
战》(《历史研究》2 期)详述南昌教案发生后，南昌县令江召棠死因不明问题而引发的上海中
西报战的全过程，认为上海中西报战折射出当时民族情绪日益高涨，民教畛域广受关注的时代

背景。该作者《“独其一死可塞责”———江召棠之死与清末南昌教案》(《史林》6 期)认为江召
棠是由于被逼自刎而受伤，随后在江西大吏的劝导下选择了自尽身亡，中法善后合同体现出来

的糊涂结局是中法双方互相让步的结果。

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章宏伟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 100009)

陶瓷的孕育、发生与发展，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的不断提高相联系的。划分蒙昧时
代和野蛮时代阶段的依据是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还不知道制陶术”，
野蛮时代是“从学会制陶术开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是新石
器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也不例外，陶器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
到公元前 16 世纪的商代，在烧制白陶器与印纹硬陶器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了“原始青瓷”。
到汉代，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烧制成功，如 1972 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有不少胎质较
为坚硬致密挂有青釉的陶罐，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文史》
第 10 辑，中华书局，1980 年)在研究遣策时，考释竹简上的资字即指这类硬质釉陶罐，“资”即
今天瓷器的瓷字:“瓦资就是带釉的硬陶罐，是瓷器的前身。过去研究瓷器历史，对于瓷字的
出现，只能找到西晋初年的文献资料，现在提早了四百多年，并且有出土实物，这是具有重大意

义的。”“资即瓷字。简一五九说‘瓦资一’，可见资是瓦器。简一五七说‘元栂二资，其一杨栂
(梅)’。出土印纹有釉硬陶罐内正有梅;又简一五四说‘笋苴一资’，出土印纹有釉硬陶罐内正
有笋。出土陶罐竹签中有盐一资和□□资两条，说明资就是那种带黄褐釉的硬陶罐。《说文》
没有收瓷字，徐鍇《说文系传》说:‘垐，《字书》云:此即今瓷字。’所说《字书》不知何时何人所
作，但这类解释总不是唐以前的。今见此遣策，才知道西汉初已经用资字来代表带釉硬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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